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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菲派的心灵地图学

另见：灵魂的五种图景, “菲特拉”与“和谐之轮”, 静修派的心灵地图学, 和谐主义与传统, Logos, Dharma.



在伊斯兰文明的传承中，taṣawwuf——即西方世界所称的苏菲主义——是一门以最高精度绘制心灵内在地图的学问。 当“天性”（菲特拉）将人类的《古兰经》根基界定为本体论上的既定事实——即生而正直、天性本就指向“塔威德”（Tawḥīd）——苏菲主义则指明了一门实践科学，通过这条道路，人们能够从覆盖其上的蒙蔽之中重拾这一根基。“天性”（Fiṭra）是教义；“苏菲主义”（taṣawwuf）则是教义所要求的实践。

这一区分至关重要，因为苏菲主义既非伊斯兰教的附加物，亦非对其的偏离。它是伊斯兰传统对内在修行的系统化阐述——即“塔兹基亚特·纳夫斯”（tazkiyat al-nafs，灵魂净化）的经验科学——在《古兰经》与圣训的正统框架内发展而成，并通过可追溯至先知的、一脉相承的师徒传承链（silsila）得以传承。 该传统的伟大宗师——阿尔-加扎利、伊本·阿拉比、鲁米、阿尔-库什耶里、伊本·卡伊姆、艾哈迈德·西尔欣迪——将自己视为一种内在科学的专家，更广泛的伊斯兰社群虽依赖此科学，却未必总能将其系统化。 Taṣawwuf之于伊斯兰教，正如希西阿斯主义之于基督教，克里亚瑜伽之于印度教：它是通过传承谱系延续的修行体系，其内部保存并精炼了该传统的冥想深度。

苏菲派对灵魂的描绘，是“和谐主义”（和谐主义）所认可的五大文明级地图之一，与印度、中国、安第斯、希腊及基督教的地图并列。它通过自身的解剖结构、序列以及鲜活的传承链条，描绘了同一片内在疆域。尽管术语各异，但它们所描述的结构现实却是相同的——这恰恰是“和谐主义”所预见的。


纳夫斯的解剖学——灵魂的七个阶段

苏菲派对内在生命的描绘始于纳夫斯——这是一个难以准确翻译的术语。“自我”捕捉了其中一部分；“灵魂”捕捉了另一部分； “自我”则体现了早期语境中的用法；“心理”（psyche）因其希腊语的广义内涵最为贴切。“纳夫斯”是具身自我的完整层次：动物本能、情感反应、道德良知、反思意识、静观见证——这些并非被视为独立的职能，而是单一内在现实经历转化过程中渐进的阶段。

《古兰经》列举了三种主要的nafs状态，而苏菲传统则将其细化为七个阶段。古兰经中的三元组：

Nafs al-ammāra bi-al-sūʾ —— “命令作恶的灵魂”（《优素福章》12:53）。 这是未被净化之境，其中食欲、骄傲与自我保全的冲动支配着人。此乃灵魂最动物性的状态——反应性、自私自利、对自身处境视而不见。Ghafla（疏忽）是其氛围。处于此境之人并不知晓自身所处之境；ammāra状态的标志恰恰在于自我意识尚未转向自身。

纳夫斯·拉瓦玛——“自责之魂”（《复活章》75:2）。 这是良知觉醒的境界。灵魂洞察自身的欲望，并为此自责。这只是道路的开端——而非终点——因为缺乏方法的自责，不过是在越轨与悔恨之间摇摆。lawwāma状态在灵性上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它标志着内在修行的可能时刻；若无自责，便无净化之动力。

纳夫斯·穆特马因纳——“安宁的灵魂”（《黎明章》89:27）。这是内在安宁的境界，此时灵魂已得到充分净化，其欲望不再支配它。在此境界，《古兰经》直接对灵魂说道： “啊，安宁的灵魂啊，你当心满意足地、令主喜悦地归向你的主吧”——irjiʿī ilā rabbiki rāḍiyatan marḍiyyatan。 “穆特马因纳”（muṭmaʾinna）境界是通往传统所称“法纳”（fanāʾ）与“巴卡”（baqāʾ）的门户：前者指个体自我在真主实相中的消融，后者指灵魂作为其存在方式，存续于该实相之中。

在“拉瓦玛”（lawwāma）与“穆特马因纳”（muṭmaʾinna）之间，后世传统插入了若干中间境界，形成了纳格什班迪（Naqshbandi）与沙迪利（Shādhilī）教团中被奉为经典的七重序列：“阿玛拉（ammāra）→ 拉瓦玛（lawwāma）→ 穆尔哈玛（mulhama）→ 穆特马因纳（muṭmaʾinna）→ 拉迪亚（rāḍiya）→ 马尔迪亚（marḍiyya）→ 卡米拉（kāmila）”。 穆尔哈玛（mulhama）是受启发的灵魂——在此境界中，内在指引不请自来。拉迪亚（rāḍiya）是全然顺服真主、已舍弃私欲的灵魂。马尔迪亚（marḍiyya）是真主所喜悦的灵魂——此乃双方喜悦的圆满。 Kāmila是臻于完美的灵魂，即insān kāmil（完美之人）的境界——在insān kāmil身上，神性特质得以完全映照，这一观点在伊本·阿拉比的《麦加启示录》（Futūḥāt al-Makkiyya）以及伊本·盖伊姆·贾兹亚的《修行者的阶梯》（Madārij al-Sālikīn）中阐述得最为详尽。

这一序列并非可有可无的传记性修饰。这是苏菲传统的一种表述方式，旨在说明灵魂并非一成不变的既定存在，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人在“阿玛拉”（ammāra）状态下的“存在”与在“卡米拉”（kāmila）状态下的“存在”，并非不同时刻下的不同个体，而是同一本体论结构在渐进显现中的不同展现。 人正是通过历经这些境界，才成为其本然之态。这恰恰是“轮回”（和谐之道）在另一层面的体现——即整合的螺旋，一种渐进的深化过程，在此过程中，修行者并非“抵达”某种终极状态，而是在每一轮回中更充分地“进入”轮回之中。



拉塔伊夫（Latāʾif）——伊斯兰微细身解剖学

与纳夫斯（nafs）的境界体系并行，苏菲传统发展出一套微细中心的解剖学体系——即拉塔伊夫（latāʾif，单数laṭīfa，意为“微细物质”或“微细器官”）——通过这一体系，内在修行被映射到具身之人的具体位置上。 纳格什班迪派和库布拉维派对此解剖学体系进行了最精确的系统化阐述，尽管这一概念在整个苏菲传统中均有体现。

五大主要latāʾif：

Qalb——心，位于胸腔左侧。此处并非指物理器官，而是指以物理心脏为外在表现形式的精神器官。 qalb是信仰的居所，是人类借以直接认识真主的机能——即阿尔-加扎利在《宗教知识的复兴》（Iḥyāʾ ʿUlūm al-Dīn）中所称的maʿrifa（神知）的主要工具。 那段著名的圣训（哈迪斯·库德西）——“我的天与地无法容纳我，但我的信士仆人的心中却能容纳我”——将qalb定位为神圣临在所居的内室。

Rūḥ——精神，位于胸腔右侧。 这是在亚当受造之际被吹入其体内的至高灵性原则（wa-nafakhtu fīhi min rūḥī——“我将我的灵吹入他体内”，《石谷章》15:29）。rūḥ是人的超越性极点，是人借以从上而参与神圣秩序的维度。

Sirr——奥秘，心灵最深处的密室。若说qalb是房屋，sirr便是其圣所。sirr是直接见证的能力——一种纯粹的觉知，它不仅知晓真主，更在无需概念中介的情况下与真主相遇。

Khafī —— 隐秘，超越sirr。在此境界中，连见证者本身亦消融，仅余被见证者。khafī是fanāʾ的先决条件。

Akhfā——最隐秘者，最内层的laṭīfa。即神圣火花本身，那滴未被创造之光，整个灵魂的架构皆围绕其展开。在某些传承中，此被视为rūḥ al-qudus——圣灵——即人类内在最深处的神圣临在。

这是伊斯兰教对印度图谱中“脉轮系统”、希西阿斯派图谱中“努斯（nous）降入卡迪亚（kardia）”，以及克罗（Q’ero）传统中所称“纳维斯（ñawis）”的阐释。 虽然具体的几何结构有所不同——latāʾif（细微之光）分布于胸腔周围而非沿垂直脊柱轴线排列——但其结构主张是相同的：人类并非一块单一的意识整体，而是一个分层的内在空间，其中通过有纪律的修行，逐渐激活了微妙觉知的中心。

一种谐波现实主义者的解读：这五种图谱是在以不同的侧重点描绘同一解剖结构。脉轮系统突出了从根轮到顶轮的垂直轴线。 道家的“丹田”体系则突出了三个主要储藏库。希契亚斯派的下行路径突出了“努斯”（nous）进入“卡迪亚”（kardia）的单一运动。苏菲派的“拉塔伊夫”（latāʾif）则突出了心脏内同心腔室的逐步开启。每种图谱都是有效的呈现；没有一种能穷尽这片疆域；这种架构是真实存在的，每一个探究得足够深入的传统都能定位到它。



方法——Dhikr、Murāqaba、Muḥāsaba

使苏菲主义成为一门科学而非一种情感的，正是其方法的特殊性。有三项核心修习贯穿整个传统：

Dhikr —— 记念。有节奏地呼唤神名，可大声诵念（dhikr jahrī）或默念（dhikr khafī），既可独自进行，也可在集体记念圈（ḥalqat al-dhikr）中进行。Dhikr是苏菲修行的引擎。 “除安拉外，别无神明”（lā ilāha illā Allāh）并非一个需要认同的神学命题，而是一句需要内化于心的箴言，直至其真义成为修行者意识的实质。 《古兰经》中的诫命“wa-adhkur rabbaka kathīran”——“当多多记念你的主”（《伊姆兰的家属章》3:41）——被苏菲传统视为贯穿整个修行之路的核心指令。

“记念”（Dhikr）在伊斯兰教中的作用，相当于希西阿斯派通过“耶稣祷文”所实践的、巴克提派通过“念诵”（japa）所实践的、金刚乘通过咒语重复所实践的。其底层机制是相同的：持续使用神圣的公式来重构个人的注意力架构，直至该公式成为自维持的，而修行者的普通意识则成为记念永恒运作的根基。 纳格什班迪（Naqshbandi）传统对此尤为精进——“哈特姆-伊-赫瓦贾甘”（khatm-i khwājagān，即“记念的封闭之圈”），以及该教团的十一项原则（包括“亚德-卡德”yād kard——作为一种持续性专注姿态的“记念”），构成了迄今为止最精妙的持续召唤实践方法之一。

穆拉卡巴（Murāqaba）——观照，警觉。 这种内在修行旨在保持“真主正在注视”的觉知，随着时间推移，逐渐转化为“真主正在自身内被注视”的觉知。穆拉卡巴的根源在于加百列圣训，先知在其中将伊赫桑（至善）定义为：“敬拜真主，仿佛你看见祂；若你未见祂，[则当知]祂正注视着你。”这一双重运动——看见真主，被真主看见——成为整个内在生活的运作姿态。阿尔-加扎利在《伊赫亚》中将murāqaba视为修行之路的主要境界之一，与muḥāsaba并列。

穆哈萨巴（muḥāsaba）——清算、自我省察。即每晚回顾当日的言行、思想与意图，追溯纳夫斯（nafs）曾下达何种指令，良知曾作何谴责，以及对真主的记念在何处有所疏漏。 “穆哈萨巴”是苏菲主义中与基督教“省察”（examen）、斯多葛学派埃皮克特图斯与马可·奥勒留所倡导的“晚间回顾”，以及安第斯文化中“卡瓦伊·普里伊”（kawsay puriy）生命回顾相对应的修行。它是内省修行不可或缺的反馈循环，若无此环节，修行便无法深入。

这三项修习——dhikr、murāqaba、muḥāsaba——构成一个运作的三重奏，借此引导nafs穿越各个境界，并逐步开启latāʾif。它们并非传统中的可选项目；而是传统对ammāra向muṭmaʾinna转变之实际动因的深刻理解。 一位不传授这些方法的苏菲导师，便无传授之物。



终极境界——Fanāʾ与Baqāʾ

苏菲道路的终极地平线由两个总是顺序出现的术语命名：fanāʾ——消融、消逝——与baqāʾ——存续、永恒。这两者并非两种独立的状态，而是一个运动的两个面向。

Fanāʾ 是独立自我在真主实相中的消融。水滴回归大海；波涛回归海洋。修行者不再将自身视为与真主相对的独立中心，进而发现他们所称的“我”，始终只是一个暂时的构型，而在这实相中，唯一的真实主体唯有真主。哈拉杰的呐喊——anā al-Ḥaqq， “我即真理”——正是因这句宣言，他在公元922年于巴格达被处决。这是该境界中最著名的言说，后世学界至今仍在争论他的死是殉道还是仁慈；无论如何，这句话本身被视为fanāʾ的真实体现，尽管其公开表述实属不慎。

“巴卡”（Baqāʾ）是指“法纳”（fanāʾ）完成其作用后，自我在真主中的存续。消融并非终点。 自我归来——但它归来时，其中心已不再是自我本身。insān kāmil（完人）即那历经fanāʾ并安居于baqāʾ的灵魂——已在真主中消融，如今作为神圣实在在世间的活生生体现，存续于真主之内。 这正是伊本·阿拉比的独特贡献：完人并非消亡，而是成为一面明镜，让真主借此观照自身在造化中显现的属性。

这种与印度思想图景的结构性交汇极为精准。不二论（Advaita Vedāntin）所称的jīvanmukti——即在世解脱——正是苏菲传统所指的fanāʾ之后baqāʾ的安稳境界。 马克西姆斯·忏悔者所称的“神化”（theōsis），克罗（Q’ero）传统所描绘的“卡瓦克”（Kawaq）——即能量完全整合的阶段，以及尼萨的格雷戈里所称的“显化”（epektasis）——这些皆是同一境界，只是以各自文明的词汇加以表述。人并未被消解；人被揭示为原本的模样，只是此前被那些制造分离幻象的遮蔽所掩盖。



活的传承链——Silsila与教团

苏菲主义并非一套教义或一座经文宝库。它是一条活的传承链。silsila——这条将师徒相连、追溯至先知的启蒙传承链——是该传统的本体论脊梁。 没有在世导师的苏菲，不过是纸上谈兵的理论家。真正的修行发生在师徒关系之中，发生在特定ṭarīqa（教团）的特定修持体系内——每个教团都有其独特的adab（礼仪）、awrād（诵经）及运作方法。

主要教团众多——卡迪里（Qādirī）、奇斯提（Chishtī）、里法伊（Rifāʿī）、沙迪利（Shādhilī）、纳格什班迪（Naqshbandī）、马瓦利（Mawlawī）、哈勒瓦提（Khalwatī）、提贾尼（Tijānī）、苏赫拉瓦迪（Suhrawardī），以及数十个其他教团及其分支。其中有两个教团作为现存传承，值得《和谐者》的读者特别关注：

沙迪利教团，由阿布·哈桑·沙迪利（卒于1258年）在北非创立，经伊本·阿塔·阿拉·伊斯坎达里（其《箴言集》是阿拉伯语中最精妙的苏菲文本之一）传承，并延续至摩洛哥和埃及的伟大传承脉络。 沙迪利派的修行之道强调世俗生活与修行之道相容——人无需逃离尘世以体悟真主；而是在尘世之中体悟真主。其修行方法侧重于持续的记念（dhikr）以及在日常活动中修习心念专注。

纳格什班迪教团由巴哈丁·纳格什班迪（卒于1389年）在中亚创立，通过可追溯至阿布·巴克尔·阿斯-西迪克（先知同伴兼首任哈里发）的“黄金链”传承下来，该教团发展出了关于拉塔伊夫（latāʾif）及默念祈祷的最精妙理论。 纳格什班迪派坚持的“khalwat dar anjuman”（“人群中的独处”）原则，与沙迪利派表达了相同的理念：内在修行并非通过逃离尘世来实现，而是要在尘世之中建立内在的圣所。

这些传承链条已连续七八个世纪未曾中断——而在先知传承的更深层谱系中更是延续了十四个世纪——这一事实本身即为有力佐证。 苏菲传统并非某种重建。它是一条持续传承的脉络，其方法与境界已在从摩洛哥到印度尼西亚的整个伊斯兰世界范围内，历经数万生命、数十代人的验证。在这片广袤疆域中，相同的图景一再显现——nafs（自我）的阶段相同，latāʾif（细微灵性）相同，dhikr（记念）与murāqaba（内观）的方法相同， 同样的“法纳”（fanāʾ）与“巴卡”（baqāʾ）境界——这正是阿米尔·阿布·阿齐兹·阿勒-哈拉维（和谐实在论）所预言的那种跨文化验证：当一种传统真正是在描绘真实的疆域，而非构建文化投影时，便会呈现这种现象。



现代的断裂：瓦哈比派与萨拉菲派对传承的破坏

维系苏菲传承逾千年的不间断传承链条，在现代时代已遭到根本性的破坏——并非消亡，而是支离破碎并遭受制度性围剿。这种破坏的主要推手是瓦哈比主义及其盟友萨拉菲运动的兴起与全球输出，它们对ṭarīqas（苏菲教团）、 即静修传承体系，以及苏菲主义在伊斯兰教内部的正当性，发起了系统性攻击。

瓦哈比主义于十八世纪在中阿拉伯地区兴起，其创始人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卜（1703–1792）主张回归他所理解的早期世代（salaf al-ṣāliḥ，即“虔诚先贤”）所奉行的“纯正”伊斯兰教。 该运动的主要矛头并非针对基督教或犹太教，而是指向伊斯兰教的内在修行——具体而言，包括对圣人的崇拜、朝觐圣陵、苏菲教团的权威，以及瓦哈比学者所谴责的bid’a（异端）和shirk（以物配主）。 苏菲派视先知的临在为一种可通过灵性之心触及的永恒现实，并将对灵性导师的崇敬视为与通往先知的传承链相契合；而瓦哈比派则谴责此举为偶像崇拜。 当苏菲派在“记念圈”（ḥalqat al-dhikr）中进行“记念”（dhikr）、有节奏的呼唤、狂喜的祈祷和音乐活动时，瓦哈比派则攻击这些行为违背了伊斯兰教法的字面解释。

这绝非用学术语言包装的神学分歧。当瓦哈比势力与沙特王室联手于十九世纪征服希贾兹时，他们并未与苏菲教团展开辩论——而是将其摧毁。圣徒的圣殿被夷为平地。 苏菲修道院（tekkes）被关闭。苏菲大师们被流放或处决。图书馆被焚毁。这场镇压具有典型的制度劫持特征：对经文的字面解释被国家权力武器化，而神秘传承体系则被系统性地从其制度载体中割裂开来。 这与新教（饱受苦难的基督教）摒弃沉思冥想的修道传统、以及制度化的天主教将其边缘化时所呈现的模式如出一辙——但在伊斯兰教的案例中，这场打压更为彻底且发生在更近的时期，且背后支撑的国家机器不惜动用直接暴力。

二十世纪晚期，在沙特石油国家的资助下，瓦哈比主义和萨拉菲主义作为伊斯兰“正统性”的规范标准实现了全球化。沙特资助的学校（madrasas）、出版物和传教士输出了一种伊斯兰愿景，其中苏菲主义不仅被视为错误，更被视为非伊斯兰的。ṭarīqa（教团）的兄弟情谊、 通过silsila（传承链）的传授，以及师父的内在权威——都被定性为偏离纯粹一神教的异端。在许多地区，瓦哈比主义并非以教派立场自居，而是宣称回归伊斯兰教本身。任何质疑这一叙事的穆斯林，都面临着被彻底排除在信仰之外的风险。

这种知识体系虽在动荡中幸存下来——知识本身并不依赖于任何单一机构——但传承却已支离破碎。在沙特阿拉伯、埃及以及日益扩大的阿拉伯世界范围内，ṭarīqas（苏菲教团）要么处于岌岌可危的容忍状态，要么面临积极的压制。 在北非，摩洛哥的苏菲教团保持了更大的延续性，尤其是沙迪利（Shādhilī）支派，这部分归因于摩洛哥自身相对独立的地位，部分则因这些教团已深深植根于摩洛哥的民族认同之中。在土耳其，奥斯曼苏菲主义的残余因阿塔图尔克的世俗化运动而被迫转入地下，直到阿塔图尔克去世后才以不同形式重新浮现。 在中亚，后苏联国家对ṭarīqas怀有猜疑或敌意。在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部分教团依然生机勃勃，但即便在那里，萨拉菲派的批判也在穆斯林社群内部制造了分裂——一方视苏菲主义为伊斯兰最深邃的瑰宝，另一方则将其视为异端邪说。

其结果是，这一文明已丧失了通往自身内在修行的路径。数百万穆斯林在成长过程中从未接触过作为鲜活实践的苏菲传统。他们或许读过鲁米的译作，以为自己已接触到苏菲主义——但脱离silsila（传承链）、没有在世上师、缺乏dhikr（记念）和murāqaba（内观）实践方法的鲁米，不过是脱离了修行之路的诗歌。知识虽保存在书籍中； 传承却已断裂。修行者无法像决定皈依佛教或瑜伽那样，单凭一己之愿便成为苏菲。必须在活着的传承链中寻得一位活着的导师，而这些传承链已严重稀薄。

这正是“在亚伯拉罕诸教的更广泛定义中有所阐述”的典型模式：显教对隐教的压制，围绕字面主义的制度性僵化，以及传递内在修行传承的断裂。但在伊斯兰教中，这一过程发生得更近，且通过更直接的机制——不仅是制度上的忽视或神学上的否定，更是国家支持的暴力镇压，随后是整个穆斯林世界范围内协调一致的制度性去合法化。

这幅“地图”依然可供查阅——任何有志且有条件的人，均可通过经典文本进行内在修行，若能觅得在世大师，亦可通过直接传承。但曾经承载并滋养这种修行文明的织锦已被撕裂。苏菲教团自身，即便幸存，也处于敌对环境中，往往与更广泛的伊斯兰制度结构割裂，且易受国家压力的影响。 这种传承虽仍如丝线般在穆斯林世界延续，却已不再编织进整个文明之中。这是伊斯兰现代性的一大损失——同时也印证了“和谐主义”（结构性主张）的观点：即当隐秘的神秘传统一旦脱离其文明容器，便会沦为边缘而非核心，仅为那些刻意寻求者所知，而非那些将其视为宗教遗产自然组成部分的人所能接触。



与和谐主义的交汇与分歧

其与和谐主义的结构性交汇极为紧密。苏菲派通过nafs（自我）的修行历程，正是对“轮”所编码之运动——即从ghafla （疏忽）经由tawba（回转）走向Dharma——即与Logos的契合。latāʾif所映射的微妙解剖结构，恰与印度术语中的脉轮系统及希西阿斯派kardia在基督教语境中所映射的结构相通。 Dhikr是“临在修行”的一种表现形式——一种植根于神圣咒语的持续性专注修习，能产生各传统所趋同的意识转化。Fanāʾ与baqāʾ指代的正是这五种图谱各自以其独特术语所描绘的终极境界。这绝非巧合，亦非肤浅的相似。这是对同一深层架构的多重深度探究所预示的汇聚。

然而，差异必须如实标明。苏菲传统秉持着“和谐主义”所不具备的特定教义承诺。Taṣawwuf（苏菲主义）运作于伊斯兰启示的框架之内——《古兰经》作为真主未被创造的言语， 穆罕默德作为先知之封印，教法作为社群的约束性律法。自阿尔-加扎利以降，正统意义上的苏菲之道被理解为对特定启示秩序的内在顺服，而非一种可脱离该秩序的、游离于外的神秘技法。 那些伟大的宗师——包括伊本·阿拉比（Ibn ʿArabī）这样形而上学视野最为广阔的学者——在仪式遵守和对先知圣行（sunna）的恪守上都极为严谨。若将方法论从这一框架中抽离，所产生的便不是苏菲主义，而是其仿制品。

“和谐主义”（和谐主义）将伊斯兰启示视为“神圣启示”（Logos）在文明层面的显现——即特定民族在特定历史时刻接收真理，并将其编码为法律、仪式与实践的特定架构。在此架构内，苏菲主义是修行之路的内在科学。该架构在伊斯兰传承中具有权威性，是“神圣启示”（Logos）传入穆斯林世界的渠道。“和谐主义”并不否认这种权威。 和谐主义所做的，是用超越单一启示内部范畴的术语，阐释苏菲大师们绘制的图谱——这些术语使得同一幅图谱能够与印度、中国、安第斯、希腊及基督教的图谱并置，从而显露出它们在结构上的汇聚。

这是一种不同于苏菲自身所作的承诺。既非更低，亦非更高——只是尺度不同。 一位虔诚的穆斯林苏菲与一位和谐主义实践者可以携手同行很长一段路，而他们的分道扬镳，恰恰发生在穆斯林苏菲坚持伊斯兰语境的排他性，而和谐主义者坚持其多元性之时。这种分道扬镳是真实存在的，不应被粉饰。能够维系在一起的，是对内在修行——从ghafla（忘我）降入yaqaẓa（觉醒）， 从ammāra到muṭmaʾinna，从纷乱的表层进入sirr与akhfā——正是这五种图谱共同描绘的同一项修行；而任何一派严肃的修行者若邂逅另一派，所遇见的将是一位鲜活的亲族，而非陌生人。

本文的配套文章——塔威德与“一”的架构——探讨了苏菲地图学背后的形而上学架构：伊本·阿拉比的“万有同体”（waḥdat al-wujūd）、穆拉·萨德拉的“至高智慧”（al-ḥikma al-mutaʿāliya），以及在第一原理层面上与和谐主义（和谐主义）有条件的非二元论所呈现的结构性趋同。 本文若说是在描绘修行之路的解剖结构，那么那篇文章则是在描绘这条道路所运行的本体论框架。



另见：“菲特拉”与“和谐之轮”, 静修派的心灵地图学, “上帝的形象”与“和谐之轮”, 道、三位一体与“一”的结构, 灵魂的五种图景, 和谐主义与传统, 和谐之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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